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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改变社会生态

当“反腐”成为中国微博事实上的主旋律之
一，当红十字会、中石化、故宫等机构或企业在微
博时代黯然失色，我们发现，从单纯的社交工具
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已经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
转身。作为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微博正全面参与
并影响着现实世界，其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已不仅
局限于简单的个体事件。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
微博或将直接改变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

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有冤无处诉的人要找
媒体曝光时，第一个想到的大概都是央视的“焦
点访谈”。如今，他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建议：
去发条微博吧！

没错，不管你是否认同，2011 年上半年以
来，诞生不足两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在越来越
清晰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舆论监督。当人人
都有了便捷平等的发言渠道，真相就在泥沙俱
下的混乱中渐渐浮出水面，它不仅是个别网民
呼唤公平正义的平台，更包括对地方官场或行
业乱象毫不留情的曝光和集体鞭挞。

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就
这样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而作为其中的第
一波“被试水者”，中石化、故宫、中国红十字会等
央企和有关机构不幸撞上了“枪口”，成为被网民
集体调侃挖苦嘲笑并层层剥光衣服的“弄潮儿”。

舆论监督新阵地

6月 27日凌晨，戴着鸭舌帽的郭美美在夜
色中抵达首都机场，面对媒体的贴身追问，她以
一句“你们不要这么搞笑”回应后匆匆离去。

这个最先在新浪微博上疯狂炫富的女孩，
之前或许不会想到，仅仅一周之内自己就将包
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在内的机构、企业或
个人牵扯进巨大的舆论漩涡。其与中国红十字
会某负责人的关系，以及红十字会是否涉及招
标违规等问题，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在这个
过程中，网友抽丝剥茧式的“人肉搜索”与持续
不断的热议交相辉映，不仅一步步披露着后续
的种种谜团和“证据”，更让相关各方压力频频。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腐行动。”远在德国的一
家电台网站如是远观着中国微博的热闹。7月4
日傍晚，中国红十字会的微博悄悄出现在网络
——其当夜所发的四条微博三条是介绍红十字
会的历史，另外一条是相关负责人作出解释的长
篇博文链接——但直到此时，这场源于微博、跟
进于微博并得到传统媒体呼应的网络事件，仍在
进一步发酵，微博上有关郭美美真实男友身份的
猜疑和对红十字会透明化的质问仍未停歇。

这是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有网友发
微博披露某个事实（或某个网友微博引起质
疑），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
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
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
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
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

数亿用户（仅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就达 1.4
亿）集体围观并发声，微博的强大影响力自不待
言。这个一年前还更多地以单纯的交流平台或

“展示自我”为目的的新媒体，一跃站到舆论监
督的潮头，过去各种曾经被认为司空见惯的“潜
规则”现象，如今都被一并展示在众人面前。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五光十色的新闻
——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官员视察的“悬
浮照”后不得不公开道歉；浙江宁波机场一句

“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
不满和集体讨伐；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购茅台
的发票被发到微博后直接将其一把手拉下马，
网友填词创作的《我为祖国喝茅台》MV广为流
传；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因天价餐发票遭遇通
报批评；而在江苏溧阳，“蠢局长”微博直播开房
后被停职；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
曝光后近日终于被免职……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说，中国人已经发
现一种针对地方腐败的新工具：微博。知名地
产商潘石屹也在微博上感叹：微博正从打假向
反腐深入。潘的同行任志强则认为，“从广告到
骂人，从花花草草到谈情说爱，从国家大事到阿
猫阿狗，天下之大，（微博）无所不能。”没错，微
博上不仅有“被精神病者”飞越了疯人院，还有
社科院教授倡议发动起波及全国的“打拐行
动”；有知名企业在这里遭遇实名举报，同时被
认为是“非正常交通事故”的民间调查也可能随
时发端于此。当权威不再服众，当信任消逝良
久，自发的、同时也是温和的围观就在这个新平
台上闪亮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 2011年上半年的微博
舆论监督事件，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外，铁道部、
中石化、红十字会等垄断行业或机构，成为被瞄
准最多的“靶心”。微博时代，这是否提示我们
应该重新审视熟悉的那些“过往”？

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
重要。如此看来，微博上扑面而来的质疑之风，
有时候可能比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更重要，或者
至少二者同等重要。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微博上的质疑声只是
缘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一瞥。

6月26日，作家郑渊洁随便往楼下的大望桥
看了一下，因此就有了一个新发现：“桥上原本标
示此处是京通快速路0公里起点的里程牌上，0变
成 4。就是说京通快速路的起点西延了 4公里
……好奇心驱使我驾车到京通快速路通州出口察
看里程牌，果然原先的12公里变成了16公里。”

郑渊洁的发现引起了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
联想：“这几天正查（高速公路）多收费的时候突
然改，让人浮想联翩啊！”张泉灵按照每公里0.6
元收费标准计算了一下，修改成 16公里后收费
应是9.6元，“收十元就合理多了”。

为何多出4公里？面对媒体的追访有关方面
语焉不详，而微博、论坛上指责公路管理公司为使
收费合理化“弄虚作假”的声音已是山雨欲来。

同样偶然的微博爆料发生在山东青岛。6
月 30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
建成通车。随后有网友在桥上走了 100米后发

现，跨海大桥上匝道附近多处螺丝松动。这个
被称为“有图有真相”的微博发布后，投资方山
东高速集团立即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遭遇质疑的不仅是桥和路。6月23日北京
的一场大雨令微博上热闹了好几天，对市政部
门、城市规划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的各种嘲讽和
揶揄铺天盖地；在内蒙古，一条 3年前的视频则
将蒙牛推到风口浪尖，“供香港牛奶比内地产品
更安全”的说法不过是该企业今年在微博上遭
遇的众多质疑之一；而南京为修建地铁欲砍掉
有着百年历史的梧桐，甚至引来中国台湾国民
党中常委邱毅在微博上的关注。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质疑是迈向
哲理的第一步。所以，尽管发端于微博的质疑
声可能有些只是误解，但接受公众的监督是一
个现代企业或政府机构管理者的天职，回应公
众的疑问更是它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强势
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
动的，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

名人被摊在“微博阳光”下

与普通人相比，名人就是强势的一方。过
去习惯了被远观和仰视的他们，如今在微博上
却不过是泯然众人。尽管也有粉丝的热烈追
捧，但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遭遇质疑甚至是形
象大逆转亦并不鲜见。

最新一个例子，当属演员吕丽萍在微博上
的言辞遭遇炮轰事件。6月 25日，美国纽约州
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第二天吕丽萍就
发布反同性恋的言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当年
清纯的“葛玲”被认为是真的“嫁鸡随鸡”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名女人杨澜的境遇。受
“郭美美事件”牵连，杨澜十几年前向希望工程

捐款的旧事被网友翻出，称其捐款后又从青基
会取走现金 20万。最后杨澜不得不发表声明，
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20万现金是受希望
工程委托用于海外推广），其夫吴征亦亲自上
阵，在微博上为妻子辩护。

尽管难免出现“误伤”，但接受舆论监督本
就是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包
括：不分过去还是现在，名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能
被作为“呈堂证据”，随时被端上台面接受检验。

享受如此待遇的，还包括那些为人师表的
大学教授们。前些天，清华大学一知名教授就
因“传谣”（转载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
一马悦然评价的一条微博），遭遇后者实名举
报，称其“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而
另一个遭遇网友质疑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管理
学院教授董藩，其 40岁时没赚 4000万“不要来
见我”的言论，被认为是以财富论成功。

当然，微博对名人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有
人在群众的监督下走下神坛，也有人被重新认
识。比如任志强，从当年“全国人民最想打的
人”一跃变成了微博上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反
过来说，2011年上半年，陈光标则遭遇了可能比
过去所有岁月加在一起总和还要多的质疑。

管理者的媒介素养面临考验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平等的时代，任
何用旧有思维看待今日世界的行为，都可能要
遭遇现实的无情嘲笑。只不过，微博碰巧承担
了这样的平台和工具角色，监督名人，监督社会
管理者，也监督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它就像一
面多棱镜，映衬着当今社会的光怪陆离，同时也
对管理者如何尊重民意提出了新的挑战。

5月 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机构附近

先后发生三起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死
亡。这起后来被称为抚州“5·26”案的爆炸发生
一个月后，被官方媒体认为是“给了我们深刻的
启示”。根据新华社6月26日的报道，犯罪嫌疑
人钱明奇早已开通了微博，并且在上面反复诉
说自己的楼房被非法拆除遭受巨额损失，十年
诉求未果的经历。“但是，网络无法改变钱明奇
在现实世界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

网络没有改变的渠道缺失并不是网络的
错，而是对地方部门如何利用网络收纳民情民
意的一次考问。《人民日报》6月 30日即发文反
思“微博之力如何撬动现实”，文章称，面对公众
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的“不可
逆转现象”，社会管理者的媒介素养尤显重要。

事实上，中国官员早就意识到了微博的重要
性。在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研究员班志远看
来，中国开始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其实
也正在成为“互动式执政”长期趋势的一部分。
与之相对应的是，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
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
务机构微博有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对于这个数据，有人认为说明官员和政府
机构开微博已“蔚然成风”，也有批评认为还“远
远不够”。但不管怎样，面对微博上愈加热闹且
威力巨大的舆论监督，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
将在现实面前碰壁已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一部分中国官员早已走在了互联网前
沿。7月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对
话，充分肯定了包括微博在内网络问政的积极意
义。同一天傍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
乌鲁木齐“逛”夜市，陪同的新疆一宣传部门官员
在新浪微博实时发布照片图文“直播”。而在南
京，有关部门也出台规定，突发事件要在事发后1
小时内在微博上公布。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
也曾表示，中央党校非常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在干
部教育培训中的使用，注重引导学员掌握新兴媒
体特别是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如此说来，今
后因不懂微博而闹出糗事的官员应该不会再有
——如果他们真的要好好学习的话。

新华社在前述题为《把群众路线“传家宝”
运用于虚拟世界》的文章就表示，微博打开了官
民沟通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正在将“群众路
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文章引用
专家的话称，互联网既是“民意库”，也带来了新
挑战。“我们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
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恰好跟社
会转型遇到一块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
任戴焰军分析。

那么，虚拟世界的群众路线如何保障？戴焰
军的答案是：关键还在于使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说得同样直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保障
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网络上
“凶猛”的微博也引来了境外有关国家和地区机
构的关注，并成为其公关中国民众的舞台。出
使中国之前，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与华
盛顿华人侨领会面时表示，对中国日益流行的
微博很感兴趣，坦言自己需要进一步熟悉情
况。而随着大陆客台湾自由行的启动，台北市
观光传播局的微博“趣台北”也在新浪开通，旨
在提供台北旅游资讯，并很快吸引超过 3万粉
丝关注。 据新华社

行政问责的信任危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
心，对193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
调查显示，93.2%的人认为当前
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问题，其中 58.6%的人认为问
题非常多。受访者中，21.1%的
人为政府公务员。

调查发现，问责制度在老百
姓眼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排名前
三的分别是：点到为止，问责只
做表面功夫(79.7%)；问责变成

“顶责”，找替罪羊(77.1%)；明降
实升，虚假问责(76.6%)。而国土
资源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责
任人员的问责引发公众不少质
疑，网友将其戏称为“拍苍蝇式”
问责，就是公众不满的证明。

就笔者的观察，无论是“点
到为止”还是问责变成“顶责”，
或者是其他，不但无助于问题
的解决，也把行政问责拖到了
危机之中，导致行政问责至少
面临着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公
正危机，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由
此也就出现了93.9%的人期待
行政问责全程公开。

我们知道，信任是社会秩
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自身
的正常运转将会出现危机，而
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
官员的问责，以建立廉洁、高
效、责任政府，提升民众对政府
的信任。但当众多官员“大事
化小”甚至“干部被问责后，不
久就会在异地或者其他部门悄
无声息地上任，有的干部甚至
还官升一级”时，政府怎能不陷
入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公正危
机之中呢？并且也使人们对问
责制产生了质疑。

当下，尤其应注意的是同
体问责蕴含的信任危机。我国
行政问责大多采用同体问责
——政府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
责。同体问责之下，上下级存
在着责任连带关系，导致问责
主体和问责客体难以做到责任

分明，于是官官相护成为官员
的本能。而且在实际的问责中
存在着避重就轻的现象，致使
责任落空。而在官员问责异化
为“走过场”的同时，就动摇了
问责制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相关，问责官员“官升
一级”或“异地复出”现象也造成
了诸多危机。现实中，不少被高
调问责的官员，停职的时间实际
上成了“带薪休假”，但这让民众
怀疑——问责是不是仅仅为了
给愤怒的公众以心理安慰，问责
是不是逃避责任的幌子？

面对 93.9%的人期待行政
问责全程公开，笔者以为，我们
应厘清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弄
清楚官员向谁负责的问题。政
府及其官员到底要向谁负责，
这直接关系到问责制的性质和
方向。根据现代民主理论，人
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政府及
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同意
和授权。因此，要求官员在行
政过程中，既要对上级负责，更
要对社会公众负责。也就是
说，应抛弃那种“只对上级负
责、不对人民负责”的陋习。

二是必须保证民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既然政府责任的最终负责对象
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当然有
权了解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
但是，我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存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官
员在做什么、怎么做，公众并不
知情，对于官员的降职、责令辞
职的程序、原因，公众知之更
少。没有信息公开，人民群众
就无法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
情况作出评价，更谈不上参与
和监督，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对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问
责。也就是说，93.9%的人期待
行政问责全程公开是一种切中
现实弊端的要求。

但愿93.9%的人期待行政问
责全程公开不是奢望。朱四倍

统计局 7 月 13 日发布上
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
示 ，上 半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204459 亿元，同比增
长 9.6%；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 2625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9%；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
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
12076元，实际增长7.6%。

上半年GDP数字一公布，
经济学家们纷纷展开了各自的
专业解读：数据击碎“硬着陆”
猜想；经济增速超预期，紧缩有
本钱继续；中国经济总体良好，
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诸如
此类。然而，面对超过预期的
GDP增速，民众的反应却普遍
异常冷漠，最流行的看法是：
GDP增长再多与我何干？房
子还是买不起，医院还是住不
起，教育还是负担不起，甚至连
猪肉都快吃不起了。

然而，经济学家肯定会斥
责这样的小民看法纯属无知，
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
要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无论
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或者从
世界各国来看，GDP 增长与
人民福利的增长基本都是同
向变动。GDP表示一个国家
的经济总量，这代表一国的经
济实力和财富，是人民福利增
加的基础。没有 GDP 的增
长，绝不可能有福利增加。然
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在很
多人看来，GDP 只是领导们
捞政绩的事，与小老百姓八竿
子打不着——GDP增长的好
处公众体会不到，体会到的只
是“工资不涨什么都涨”，通胀
日益厉害，物价越来越高。

一 定 程 度 上 ，国 民 对
GDP 的冷漠态度和隔阂感，
或许与 GDP 指数本身的局
限有关。套用前美国参议员
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
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

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
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
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
廉洁。但是，公众对于 GDP
的冷漠，更主要的还是一种被
数据背离的失落感、受骗感甚
至被剥夺感。

财政收入增幅连年超过
GDP 增幅，而居民收入增幅
却远远落在 GDP 增幅之后，
其中，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
更是22年连续下降。这至少
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在GDP快速增长带来的发展
成果分配上，国家所得远超民
众所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国富民穷”；其次，随着GDP
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日益扩
大，对于收入总是“被平均”的
人们来说，GDP 增加反而会
引起他们福利的下降。

这时候，GDP增长越快，
被甩落在发展成果正常分享范
围之外的人们，必然会越发感
到失落，“不关我事”的情绪越
来越浓；继而，人们会感到自己
上当受骗，因为自己的贫穷和
不幸不仅被无视，反而在“被平
均”之后被解读为整体的幸福；
更进一步，被剥夺感会油然而
生：GDP为什么增长这么快，
财政收入为什么增长这么快，
富人财富为何增长这么快，还
不是因为对我的剥夺，让我的
生活越来越不幸福了。

无论这样的想法是否理
性，但是我们得承认，GDP好
看肯定不如民生幸福，“富
民 ”永 远 比“ 富 GDP”更 重
要。中央提出要让劳动者实
现体面劳动，而公平分享社
会发展的成果，肯定是“体面
劳动”的应有之义；只有当真
实可感的居民收入增幅能够
跟上 GDP 的增幅，公众才能
和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一样，
为了 GDP 的超预期增长而
同喜同乐。 舒圣祥

警惕道德退化的“许霆式遮羞布”两个月
前，在杭州
打工的张青
到银行给家里汇款时，发现自己还
没插卡，按键时ATM机就自动“吐
钱”，接连摁了六次之后，取出来的
10500元却成了“烫手山芋”。两小
时后，他就向警方自首。只是，因
为过分慌张，他又把钱弄丢了。尽
管事后张青用自己的钱归还失主，
但是，他还是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被杭州江干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日早报》7月13日）

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个事实：这
起所谓的“杭州版许霆案”，其实与
当年的“许霆案”没有丝毫的关系。
许霆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恶意
取款获利，而杭州这起案件则与之
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报道的情况
来看，分明是有失主忘却银行卡存
留于取款机之中离去，而张青则是
贪婪之心难以控制最终付诸行动
——从别人的银行卡上分批取出了
一笔万元巨款。这与捡到银行卡或
者钱包，完全是两码事。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毫无争议。可以说，在本

案中，ATM机没有出现故障，也与
银行责任无关——将之“渲染”成

“杭州版许霆案”，非常的牵强附会。
从一开始到现在，媒体和公共社

会对于“许霆”们的关注，无非是出于
民权保障和司法公正最大化的考量
以及对银行责任的考问和追思。但
谁也不能否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许霆确实是触犯了法律。银行的责
任归银行的责任，法律需要进一步完
善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许霆的

“罪行”必须要直面——171次恶意地
取款，法律责任无可推卸。

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上，许霆
交了一张白卷，尽管这样的“白卷”
引起了世人的同情，但终归还是道
德污点。然而，许霆的道德缺陷，却
因为公共舆论对“强者责任”的强烈
声讨而被掩盖、被回避甚至被美化，
以至于出狱后的许霆面对媒体坦言

“从没有后悔过”，还以民权代言人
和道德斗士的面孔自居。或许到现
在很多人也没有搞明白，法律固然

欠公共一
个说法，
但许霆同

样也欠社会和道德一个说法。
更需要指出的是，回顾梳理近

几年来各地出现的“××版许霆
案”，我们便不难发现，其间更多的
是牵强附会的“联系”与“生搬硬
套”，只要与ATM机有关，统统被
冠之于一顶“许霆化”的悲情主义
帽子。一如杭州这一次的案子，明
摆着是见利忘义，却还是被人为粉
饰成了“弱势者的迷惘”——无节
制、无原则、无意义的廉价的同情
在网上泛滥成灾，这种情绪披着

“许霆式遮羞布”甚嚣尘上，无疑意
味着某种道德是非标准混淆、道德
底线退化的现实语境。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
德。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制度天然
存在继续探究和争论完善的空间，
但道德底线却只有一条，善就是
善、恶就是恶，当道德底线沦落到

“小偷偷了钱还要抱怨失主钱包太
鼓引起诱惑”的程度，岂能不令人
遗憾和悲哀。 陈一舟

大学不应只比“大”不比“学”
高校同质化，是中国高校发展中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同质化，

首先表现在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同质化。许多高职院校
想“专升本”，升本之后想招硕士，招了硕士又想招博士，最终都想办
成研究型大学。这样大家都在一条道上走，势必形成“千校一面”。

同质化，还表现在由于扩招和合并，许多本科高校办学规模求
大，专业设置求全，行业特色型高校的特色专业被“稀释”。以前，地
矿院校专门搞地矿，农林大学专门研究农林，各有所长。但现在很
多高校，都朝着学科齐全的方向努力，专业设置也差不多。大多数
院校都有英语、计算机、财经与会计专业，全国居然有1400所高校
设有艺术类专业，占全国高校（包括高职）的60%。

造成同质化的原因很多，最关键的是现行的高校考评模式和评
价标准存在问题。评估体系基本上是根据精英教育、研究型大学的
标准来设定，着重于学术评价。在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衡量参数是
学校规模、层次和学位点数量。高校之间比“高”与“大”，而不比

“学”，这对高校是一种误导。另外，还有行政管理的问题。高职院校
是副厅级，本科院校是正厅级，如果学校进了“985”，可能就是副部
级，不仅仅是领导地位提高，整个学校的地位也提高了。

高校同质化所带来的问题不可忽视，那就是很难满足社会对多
样化人才的需求。社会需要科学家、理论家，但也需要大量工程技术
人才，大量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 潘懋元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上半年经济数
据显示，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204459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9.6%。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
增长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102178 亿
元，增长 11.0%；第三产业增加值 86581
亿元，增长 9.2%。从环比看，二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2.2%。1~6 月，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增长 5.4%。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增长7.0%。 焦海洋/图

（资料图片）


